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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与稳定性”理论是河流生态学关注的热点之一。 为探究河流底栖动物多样性与群落稳定性的分布模

式及其驱动因子，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基于环境 ＤＮＡ 技术对黄河流域济南段山区河流进行生物监测。 根据土地利用类型，将该山

区河流分为低干扰区、中干扰区和高干扰区，分析不同干扰区环境因子、底栖动物多样性及群落稳定性的分布特征，并识别其影

响要素。 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因子中电导率（ＥＣ）、总氮（ＴＮ）和硝态氮（ＮＯ－
３ ⁃Ｎ）均值呈现出高干扰区＞中干扰区＞低干扰区的

趋势。 ②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ｄ）、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Ｊ）、群落稳定性指数（ ＩＣＶ）和凝聚力指数（ ｜负凝聚力 ｜ ／正凝聚力）均在

中干扰区最高。 ③氨氮（ＮＨ３ ⁃Ｎ）和生物群落组成变化分别与 ｄ（ ｒ＝ ０．６７，Ｐ＜０．０５）和物种丰度 Ｓ（ ｒ＝ ０．５２，Ｐ＜０．０５）具有显著正相

关关系。 ④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ＥＣ、ＮＨ３ ⁃Ｎ 和 ＮＯ－
３ ⁃Ｎ 是显著影响底栖动物群落稳定性的关键环境因子；Ｓ 和 ｄ 是显著影响

底栖动物群落稳定性的关键生物因子。 其中，ＥＣ、ＮＨ３ ⁃Ｎ 和 ｄ 有利于群落趋于稳定；高浓度的 ＮＯ－
３ ⁃Ｎ 和较低的 Ｓ 虽然不利于群

落稳定，但会促进群落的种间竞争关系。 研究揭示了生物与非生物因子对河流底栖动物多样性及其群落稳定性的作用机制，可
为今后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管理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物种多样性；群落稳定性；底栖动物；驱动因子；山区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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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ｒｉｖｅ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ｒｉｖｅｒｓ

山区河流是连接陆地和水生态系统之间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如有机质和营养物质的迁移和转化）的重要

枢纽［１］。 与下游河流相比，此类水体生境类型复杂，河岸植被类型丰富，是诸多敏感生物栖息的重要场所，对
维系整个流域生态系统健康和生物多样性发挥着重要作用［２］。 与下游河流相比，山区河流具有汇水面积小、
流量低、水文连通性差等特点；在受到人为干扰后，更容易出现栖息地丧失、水环境污染和水文节律改变等生

态问题［３］。 因此，山区河流生态系统较为脆弱，是响应全球环境变化最为敏感的生态系统之一［４］。 近年来，
上游河流生态环境不断受到人为干扰，导致河流中对水环境依赖程度较高的敏感生物难以在有限时间内找到

庇护所，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５］。 生物多样性丧失不仅会破坏生物群落的抗干扰能力，还会对生态系统的功

能和稳定性产生威胁［６—７］，引发不可逆转的生态后果。
传统的生物多样性指标如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等，能够反映外

界环境干扰下，物种数量以及相对多度分布均匀程度的变化，却无法反映群落的抗干扰能力［８］。 为科学有效

地评估人为干扰驱动下生物群落的抗干扰能力，生态学家 Ｄｏａｋ 等［９］提出将群落稳定性作为衡量群落结构与

功能特征的综合性指标，以反映外界环境变化或存在扰动时生物通过演替维持自身群落稳定性的能力。 近年

来，“多样性－稳定性”理论及其驱动因子备受关注［１０—１３］。 研究发现生物因子（生物组成）和非生物因子（人
为干扰驱动的环境变化）均会导致生物多样性和群落稳定性发生变化［９，１４］。

目前，相关研究多关注于非生物因子与生物多样性及群落稳定性的关系。 如 Ｃｏｌｌｉｅｒ［１５］ 发现流域景观变

化不会影响河流底栖动物群落稳定性，而 Ｌｉ 等［１６］ 发现建设用地和耕地比例增加会显著降低真菌、藻类和底

栖动物群落的多样性和稳定性。 以上研究均聚焦了土地利用变化对水生生物多样性及其群落稳定性的直接

影响，却忽略了水生生物多样性作为群落结构自身要素对其群落稳定维持的作用。 底栖动物由于生命周期

长、移动能力弱和对污染敏感等特点［１７—１８］，对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变化具有良好的指示作用［１９］。 因此，
研究底栖动物多样性和群落稳定性的分布特征及其驱动因子对保护河流生态系统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以往

利用底栖动物多样性评估河流健康主要是基于形态学鉴定的结果，该方法通常对技术人员要求较高［２０］。 相

比之下，环境 ＤＮＡ 技术具有高时效等特点［２０］。 同时有研究表明，利用环境 ＤＮＡ 技术获取的生物相对丰度和

分子可操作单元（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ｔｓ， ＭＯＴＵｓ）数计算的生物多样性结果与形态学鉴定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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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２１］。 由此可见，环境 ＤＮＡ 技术在快速、全面了解底栖动物种类和生物多样性方面展示出了巨大优势。
济南市南部山区是位于黄河流域下游的山区河流，分布有锦绣川、锦阳川和锦云川等重要支流。 该河流

承担着济南市南部山区 ４０ 万居民的供水功能，同时也是济南诸泉的重要补给，是济南市重要的生态屏障［２２］。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该区域土地利用类型由以林地和草地为主，向耕地和建设用地为主转变［２３］。 农

业灌溉及工矿废水的排放导致该区域溶解性盐离子增加、营养盐富集，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以往有关该区域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环境因子对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和摄食功能群的影响［２４—２５］。 而人为干扰下，环境因子－底
栖动物多样性－群落稳定性三者之间的响应关系仍是未知。 因此，本研究以济南市南部山区河流为研究对

象，结合研究区污染特征，基于环境 ＤＮＡ 技术，深入揭示人为干扰下，底栖动物多样性与群落稳定的分布特征

及其驱动因子（包括环境因子和生物因子），量化这些驱动因子对底栖动物多样性及其群落稳定性的影响路

径，为提高该区域生物多样性和维护群落稳定性提供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采样点布设

考虑到研究区污染程度不同，共布设 １０ 个采样点（图 １）。 在排除地理因素（海拔）的潜在干扰后（未发

表数据），将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作为衡量人为干扰程度的指标。 根据 Ｌｉ 等［６， １６］ 的方法，同时结合流域自身

特点，将采样点划分为低、中和高干扰区三类。 具体划分标准为：（１）低干扰区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为主（面
积比例＞３５％），包括样点 ＮＳ０１、ＮＳ０２ 和 ＮＳ０４；（２）中干扰区耕地与建设用地面积所占比例高于 ５０％，主要包

括样点 ＮＳ０３、ＮＳ０７、ＮＳ０９ 和 ＮＳ１０。 ＮＳ０９ 上游虽以耕地和建设用地为主，但该样点为保护区，故将其划分为

中干扰区；（３）高干扰区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和建设用地为主（面积比例＞７０％），主要包括样点 ＮＳ０５、ＮＳ０６
和 ＮＳ０８。

图 １　 南部山区河流采样点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ｒｉｖ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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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数据是利用地理空间数据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 ｃｎ ／ ｈｏｍｅ）获取的遥感影像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ＯＬＩ＿
ＴＩＲＳ（３０ ｍ×３０ ｍ）为数据源，在 ＥＮＶＩ ４．４ 下对遥感影像进行处理后，以采样点为圆心，２ ｋｍ 为半径，基于《土
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进行土地类型划分，提取采样点上游 ２ ｋｍ 范围内河岸带尺度耕地、林地、草地、水
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面积比例（图 １）。 此外，本研究还结合野外调查，对解译结果进行校正。 各干扰区

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及占比详见表 １。

表 １　 各干扰区土地利用比例的差异（平均值±标准误）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ｔ ｅａｃｈ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 （Ｍｅａｎ±ＳＥ）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ｔｙｐｅ

低干扰区
Ｌｏｗ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

中干扰区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

高干扰区
Ｈｉｇｈ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 Ｆ Ｐ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５６．９７±５．６９ａ １８．９９±５．０５ｂ ８．５９±３．０６ｂ １０．６８ ＜０．０１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２２．３２±８．５１ １２．４９±２．９６ ９．４６±４．３１ １．０１ ＞０．０５

建设用地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 １０．１９±２．９３ １５．３８±３．７７ １６．９５±１．３１ ０．８３ ＞０．０５

耕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１８．７８±５．５０ａ ４５．８２±４．７８ｂ ６３．９８±２．１４ｂ １６．０４ ＜０．０１

　 　 同行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１．２　 水环境样品的采集与测定

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对研究区水环境样品进行采集与测定。 选取 ８ 个水环境因子进行监测，主要包括：ｐＨ、溶
解氧（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ｘｙｇｅｎ，ＤＯ）、水温（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Ｔ）、电导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ＥＣ）、总氮（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ＴＮ）、氨氮（ａｍｍｏｎｉａ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ＮＨ３⁃Ｎ）、硝态氮（ｎｉｔｒａｔ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ＮＯ－

３ ⁃Ｎ）和总磷（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ＴＰ）。
其中，ｐＨ、ＷＴ、ＤＯ 和 ＥＣ 在野外利用便携式水质参数仪（ＹＳＩ，ＵＳＡ）进行现场测定。 每个采样点设置 ２ 个平行

样品，每个平行样品采集 ５００ ｍＬ 地表水，共计 １ Ｌ。 水样经 ０．２５ μｍ 滤膜（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ＵＳＡ）过滤后，加高纯度

Ｈ２ＳＯ４酸化至 ｐＨ＜２，置于棕色玻璃瓶中避光保存，２４ ｈ 内运送到实验室进行 ＴＮ、ＮＨ３⁃Ｎ、ＮＯ－
３ ⁃Ｎ 和 ＴＰ 的测

定。 在实验室中，ＴＮ 和 ＮＯ－
３ ⁃Ｎ 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ＮＨ３⁃Ｎ 采用纳氏试剂光度法测定、ＴＰ 采用钼锑抗

坏血酸分光光度法测定［２６］。
１．３　 环境 ＤＮＡ 样品的采集与测定

１．３．１　 环境 ＤＮＡ 样品的采集

采集水环境 ＤＮＡ 样品用于底栖动物监测。 在每个样点选取 １００—２００ ｍ 作为监测河段，包含缓流区、急
流区和回水区。 采集河流表层距水面 １０ ｃｍ 处的河水 ３ Ｌ，水样经 ０．２５ μｍ 滤膜（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ＵＳＡ）过滤，每张滤

膜过滤水样 ３００—５００ ｍＬ，将过滤后 ５ 个平行样品的滤膜分别放入 ５ ｍＬ 离心管中，贮存于－８０ ℃冰箱中备用。
１．３．２　 ＤＮＡ 提取与 ＰＣＲ 扩增

根据 Ｅ．Ｚ．Ｎ．ＡＴＭ Ｍａｇ⁃Ｂｉｎｄ Ｓｏｉｌ ＤＮＡ Ｋｉｔ（ＯＭＥＧＡ， ＵＳＡ）试剂盒提供的操作说明，对滤膜上富集的 ＤＮＡ 片

段进行提取。
采用通用引物 ｍｌＣＯＩｉｎｔＦ 和 ｄｇＨＣＯ２１９８ 对底栖动物线粒体细胞色素氧化酶Ⅰ（ＣＯＩ）进行 ＰＣＲ 扩增［２７］。

正向 引 物 为 ｍｌＣＯＩｉｎｔＦ： ５′⁃ＧＧＷＡＣＷＧＧＷＴＧＡＡＣＷＧＴＷＴＡＹＣＣＹＣＣ⁃ ３′， 反 向 引 物 为 ｄｇＨＣＯ２１９８： ５′⁃
ＴＡＡＡＣＴＴＣＡＧＧＧＴＧＡＣＣＡＡＡＲＡＡＹＣＡ⁃３′。 ＰＣＲ 扩增共进行 ２ 轮（表 ２）。 第 １ 轮 ＰＣＲ 扩增体系为 ３０ μＬ，主
要由 ２×ＨｉｅｆｆÒＲｏｂｕｓｔ 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正反向引物、ＤＮＡ 模板和无菌水组成；由高温变性、低温退火（复性）和
适温延伸等步骤组成，循环进行。 第 ２ 轮扩增是在第 １ 轮的基础上引入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 桥式 ＰＣＲ 兼容引物，扩增体

系与扩增步骤与第 １ 轮相同。 待 ＰＣＲ 扩增完毕后，于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 ＰＥ３００ 平台进行高通量测序（生工生物工程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下机得到的双端序列数据（ＰＥ ｒｅａｄｓ），再根据 ＰＥ ｒｅａｄｓ 之间的重叠关系，将成对的

ｒｅａｄｓ 拼接成一条序列，然后按照条形码标签序列识别并区分样品，得到各样本数据。 去除其中的冗余和单一

序列数据，对具有 ９７％相似度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ｔ（ＯＴＵ）进行聚类。 根据 ＯＴＵ 聚类结果，将每个

ＯＴＵ 的代表序列与 ＧｅｎＢａｎｋ 检索的 ＣＯＩ 网络数据库进行比对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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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ＣＯＩ基因扩增反应体系和循环条件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Ｉ ｇｅｎｅ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第一轮扩增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第二轮扩增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组份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体积 ／质量 循环 循环条件 组份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体积 ／质量 循环 循环条件

２×Ｈｉｅｆｆ Ｒｏｂｕｓｔ １５ μＬ １⁃预变性 ９４℃ ３ｍｉｎ ２×Ｈｉｅｆｆ Ｒｏｂｕｓｔ １５ μＬ １⁃预变性 ９５℃ ３ｍｉｎ

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 ２⁃变性 ９４℃ ３０ｓ 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 ２⁃变性 ９４℃ ２０ｓ

正向引物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ｒｉｍｅｒ １ μＬ ３⁃退火 ４５℃ ２０ｓ 正向引物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ｒｉｍｅｒ １ μＬ ３⁃退火 ５５℃ ２０ｓ

反向引物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ｐｒｉｍｅｒ １ μＬ ４⁃延伸 ６５℃ ３０ｓ 反向引物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ｐｒｉｍｅｒ １ μＬ ４⁃延伸 ７２℃ ３０ｓ

ＤＮＡ 模板 ＤＮＡ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１０—２０ ｎｇ ５⁃循环 ２—４ 循环 ２０ 次 ＤＮＡ 模板 ＤＮＡ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１０—２０ ｎｇ ５⁃循环 ２—４ 循环 ５ 次

无菌水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ｗａｔｅｒ ９—１２ μＬ ６—末次延伸 ７２℃ ５ｍｉｎ 无菌水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ｗａｔｅｒ ９—１２ μＬ ６⁃末次延伸 ７２℃ ５ｍｉｎ

总体积 Ｔｏｔ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０ μＬ 保存 ４℃ 总体积 Ｔｏｔ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０ μＬ 保存 ４℃

１．４　 数据分析

首先，剔除所有子样本中相对丰度＜０．００１％和检测频率＜１０％的 ＯＴＵｓ。 然后，剔除每个监测点位 ５ 个子

样本中检出频次＜３ 的 ＯＴＵｓ；将子样本中剩余的 ＯＴＵｓ 数据取平均，作为每个监测样点的生物数据。 最后，查
阅剩余 ＯＴＵｓ 的生物学信息，仅保留淡水底栖动物的 ＯＴＵｓ 数据，用于物种多样性和群落稳定性指数的计算。
１．４．１　 生物多样性

选取物种丰度（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Ｓ）、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ｄ）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

数（Ｐｉｅｌｏｕ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Ｊ）三个指标，从物种层面（ｄ 和 Ｊ）和群落整体特征（Ｓ）表征生物多样性。 各指数主

要参考相关标准［２８］及文献［１７］进行计算，计算方法如下：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ｄ ＝ （Ｓ － １） ／ ｌｎＮ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Ｊ ＝ － ∑
Ｓ

ｉ ＝ １
Ｐ ｉ ｌｎ Ｐ ｉ ／ ｌｎＳ

式中，Ｓ 为样点物种丰度，Ｎ 为样点底栖动物的总序列数，Ｐ ｉ表示物种 ｉ 的 ＯＴＵ 序列数 ／底栖动物总序列数。
生物多样性指数越大，生物多样性越高。
１．４．２　 群落稳定性

底栖动物群落稳定性以群落物种密度变异系数的倒数（ ＩＣＶ） ［２９］ 和凝聚力［１６］ 表示。 ＩＣＶ 的计算方法

如下：

ＩＣＶ ＝ １
Ｓ∑

Ｓ

ｉ ＝ １

μ（ｎｉ）
σ（ｎｉ）

式中，Ｓ 同上，μ 为样点内每个物种的平均密度，σ 为样点内每个物种的标准差，ｎｉ为物种 ｉ 的 ＯＴＵ 序列数。
ＩＣＶ 值越大，表示各物种密度变异性越小，群落稳定性越高。

凝聚力指标的计算方法：

Ｃｐｏｓ
ｊ ＝ ∑

ｎ

ｉ ＝ １
ａｉ ｒｉ，ｒ ＞ ０

Ｃｎｅｇ
ｊ ＝ ∑

ｎ

ｉ ＝ １
ａｉ ｒｉ，ｒ ＜ ０

式中，ａｉ为物种 ｉ 在样点 ｊ 中的相对丰度；Ｃｐｏｓ
ｊ 和Ｃｎｅｇ

ｊ 分别表示正、负凝聚力，物种 ｉ 的正连通性（ ｒｉ，ｒ ＞ ０）和负连

通性（ ｒｉ，ｒ ＜ ０）计算为其与样点中所有其他物种的所有显著正相关或负相关的均值。 通常 ｜负凝聚力 ｜ ／正凝

聚力的值越大，群落物种间的竞争关系越激烈，种间依赖的级连性越低，生物群落更稳定。
１．４．３　 数据分析

对选取的 ８ 个环境因子和 ７ 个生物指标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以研究不同干扰区环

８４８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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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因子和底栖动物多样性及其群落稳定性的差异性。 由于 Ｓｈａｐｉｒｏ⁃Ｗｉｌｋ（Ｓ⁃Ｗ）检验结果显示，环境因子和生

物多样性指数均符合正态分布（Ｐ ＞０．０５）。 为识别驱动底栖动物多样性变化的因子，分别选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

性、逐步判别回归模型（ｓｔｅｐｗｉｓ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和Ｍａｎｔｅｌ 检验（置换分析 ９９９９ 次）筛选对底栖动物多样性具

有显著影响的环境因子和生物因子；以 Ｐ ＜０．０５ 和方差膨胀因子（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ＶＩＦ）≤１ 作为标

准，筛选出最优模型。
同时，应用指示种分析辨别干扰区内对群落组成变化具有指示作用的物种，显著水平取０．０５。 通过分析

指示种沿关键环境因子的变化，揭示不同干扰区的物种更替情况。 基于环境因子、底栖动物多样性及群落稳

定性指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ＥＭ），确定环境因子和生物多样性指标对底栖动物群

落稳定性的影响路径。 建模之前，对环境因子、底栖动物多样性和群落稳定性指数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

验，以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系数 ｜ ｒ ｜ ＞０．７ 为准则，剔除冗余变量（表 ３）。

表 ３　 环境因子与生物指数之间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ｅｓ

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环境因子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ｐＨ ＤＯ ＷＴ ＥＣ ＴＮ ＮＨ３ ⁃Ｎ ＮＯ－
３ ⁃Ｎ ＴＰ

ｐＨ １．００

溶解氧 ＤＯ ／ （ｍｇ ／ Ｌ） －０．４０ １．００

水温 ＷＴ ／ （℃） ０．１３ －０．２３ １．００

电导率 ＥＣ ／ （μＳ ／ ｃｍ） －０．４４ ０．７１∗ ０．０６ １．００

总氮 ＴＮ ／ （ｍｇ ／ Ｌ） －０．３４ ０．２２ －０．４０ ０．５８ １．００
氨氮 ＮＨ３ ⁃Ｎ ／ （ｍｇ ／ Ｌ） －０．４６ ０．１３ －０．２４ －０．１３ ０．０８ １．００

硝态氮 ＮＯ－
３ ⁃Ｎ ／ （ｍｇ ／ Ｌ） －０．２３ ０．１７ －０．４８ ０．４８ ０．９８∗∗ ０．０４ １．００

总磷 ＴＰ ／ （ｍｇ ／ Ｌ） －０．０５ －０．４５ ０．０６ －０．４３ －０．１３ －０．３２ －０．０８ １．００

物种丰度 Ｓ ０．５５ －０．０１ －０．４１ －０．１７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３７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ｄ －０．３８ ０．３０ ０．１８ ０．１１ －０．３２ ０．６７∗ －０．４３ －０．６０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Ｊ －０．４３ ０．３０ ０．４３ ０．１２ －０．４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４０

群落稳定性指数 ＩＣＶ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５０ －０．１３ －０．８２∗∗ ０．０４ －０．９０∗∗ －０．２８

｜负凝聚力 ｜ ／ 正凝聚力 ｜Ｃ ｊ
ｎｅｇ ｜ ／ Ｃ ｊ

ｐｏｓ －０．６２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１９ ０．４４ ０．１６ ０．１４

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生物指数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Ｓ ｄ Ｊ ＩＣＶ ｜Ｃ ｊ
ｎｅｇ ｜ ／ Ｃ ｊ

ｐｏｓ

ｐＨ

溶解氧 ＤＯ ／ （ｍｇ ／ Ｌ）

水温 ＷＴ ／ （℃）

电导率 ＥＣ ／ （μＳ ／ ｃｍ）

总氮 ＴＮ ／ （ｍｇ ／ Ｌ）
氨氮 ＮＨ３ ⁃Ｎ ／ （ｍｇ ／ Ｌ）

硝态氮 ＮＯ－
３ ⁃Ｎ ／ （ｍｇ ／ Ｌ）

总磷 ＴＰ ／ （ｍｇ ／ Ｌ）

物种丰度 Ｓ １．００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ｄ －０．０２ １．００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Ｊ －０．３７ ０．８２∗∗ １．００

群落稳定性指数 ＩＣＶ ０．１１ ０．６８∗ ０．６６∗ １．００

｜负凝聚力 ｜ ／ 正凝聚力 ｜Ｃ ｊ
ｎｅｇ ｜ ／ Ｃ ｊ

ｐｏｓ －０．８５∗∗ ０．２５ ０．３８ －０．１７ １．００

　 　 ∗：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ＤＯ：溶解氧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ｘｙｇｅｎ；ＷＴ：水温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ＥＣ：电导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Ｎ：总氮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ＮＨ３ ⁃Ｎ：氨氮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ＮＯ－
３ ⁃Ｎ：硝态氮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ＴＰ：总磷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Ｓ：物种丰度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ｄ：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

指数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Ｊ：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ＩＣＶ：群落稳定性指数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 Ｃ ｊ
ｎｅｇ ｜ ／ Ｃ ｊ

ｐｏｓ： ｜负凝聚

力 ｜ ／ 正凝聚力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 ｒａｔｉｏ ｔｏ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９４８７　 １７ 期 　 　 　 赵茜　 等：山区河流底栖动物多样性和稳定性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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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降低环境因子和生物指数之间的数量级差异，将用于构建 ＳＥＭ 的数据进行 ｚ⁃ｓｃｏｒｅ 标准化，标准化

方法如下所示：
ｚ⁃ｓｃｏｒｅｉｊ ＝（Ｄｉｊ－ ＭｅａｎＤｉｊ） ／ ＳＤＤｉｊ

式中，Ｄｉｊ为采样点 ｊ 环境因子或生物指数 ｉ 的值，ＭｅａｎＤｉｊ和 ＳＤＤｉｊ分别表示采样点 ｊ 环境因子或生物指数 Ｄｉ 的

均值和标准差。
以近似均方差根 （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ｏｆ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ＭＳＥＡ）、 比较拟合指数 （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ＣＦＩ）、标准化根残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ｄ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ＲＭＲ）、卡方值（Ｃｈｉ⁃
ｓｑｕａ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χ２）和显著性概率值（Ｐ）为依据，选取符合 ０≤ＲＭＳＥＡ≤０．０５、ＣＦＩ≥０．９５、０≤ＳＲＭＲ≤０．０５、０≤
χ２≤３ 且 ０．０５＜Ｐ≤１．００ 的模型。

数据分析均在 Ｒ 语言操作平台（版本 ４．２．１）进行。 其中，Ｓ⁃Ｗ 检验、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分析、逐步判别回归

以及凝聚力的计算均采用 Ｒ 语言自带的程序包进行；底栖动物多样性的计算和 Ｍａｎｔｅｌ 检验使用“ｖｅｇａｎ”程序

包［３０］；群落稳定性的计算选用“ｃｏｄｙｎ”程序包［３１］；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利用“ｃｏｒｒｐｌｏｔ”程序包［３２］；指示种分析

及其沿关键环境因子的更替情况分析分别采用“ ｉｎｄｉｃｓｐｅｃｉｅｓ”程序包［３３］ 和“ｇｇｔｅｒｎ”程序包［３４］；ＳＥＭ 的构建利

用“ｌａｖａａｎ”程序包［３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环境因子的分布特征

不同干扰区的环境因子差异显著（图 ２）。 其中，高干扰区中 ＥＣ、ＴＮ 和 ＮＯ－
３ ⁃Ｎ 的平均浓度显著高于低干

扰区（Ｐ ＜０．０５），分别为（５６９．３３±３７．４４） μＳ ／ ｃｍ、（６．７３±１．２０） ｍｇ ／ Ｌ 和（６．１７±１．１５） ｍｇ ／ Ｌ；ＮＨ３⁃Ｎ 平均浓度在

高干扰区最低，为（０．３１±０．０９） ｍｇ ／ Ｌ。 综合各环境因子来看，低干扰区水环境质量较好；高干扰区较差。
２．２　 底栖动物多样性及群落稳定性的分布特征

各干扰区底栖动物多样性存在差异（表 ４）。 其中，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ｄ、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Ｊ、群落稳定

性指数 ＩＣＶ 和 ｜负凝聚力 ｜ ／正凝聚力值均在中干扰区最高，分别为 ３．７５±０．０７、０．７６±０．０２、１．９０±０．１１ 和 １．４５±
０．２７；除 ｜负凝聚力 ｜ ／正凝聚力外，其余指标均在高干扰区最小，分别为 ２．５８±０．３１、０．５０±０．０８ 和 １．３５±０．１０。
相反，物种丰度 Ｓ（１６．５０±０．５６）和正凝聚力（０．２５±０．０３）在中干扰区最小；低干扰区最高，分别为 ２１．００±１．４１
和 ０．５１±０．１２。 综合底栖动物多样性和群落稳定性指标来看，中干扰区的多样性最高，群落稳定性最强；高干

扰区的多样性最低，群落稳定性最差。

表 ４　 不同干扰区底栖动物多样性及群落稳定性分布特征（平均值±标准误）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ｓ （Ｍｅａｎ±ＳＥ）

多样性指数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低干扰区
Ｌｏｗ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

中干扰区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

高干扰区
Ｈｉｇｈ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
Ｆ Ｐ

物种丰度 Ｓ ２１．００±１．４１ａ １６．５０±０．５６ｂ １７．７０±１．１９ａｂ ３．５３ ＞０．０５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ｄ ３．１７±０．２９ａｂ ３．７５±０．０７ａ ２．５８±０．３１ｂ ４．８０ ＜０．０５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Ｊ ０．５７±０．０２ａ ０．７６±０．０２ａｂ ０．５０±０．０８ｂ ６．１９ ＜０．０５

群落稳定性指数 ＩＣＶ １．７９±０．１２ａｂ １．９０±０．１１ａ １．３５±０．１０ｂ ４．６１ ＞０．０５

正凝聚力 Ｃ ｊ
ｐｏｓ ０．５１±０．１２ａ ０．２５±０．０３ｂ ０．２５±０．０３ｂ ５．０３ ＜０．０５

｜负凝聚力 ｜ ｜Ｃ ｊ
ｎｅｇ ｜ ０．２５±０．１１ ０．３２±０．０４ ０．３５±０．０２ ０．５９ ＞０．０５

｜负凝聚力 ｜ ／ 正凝聚力 ｜Ｃ ｊ
ｎｅｇ ｜ ／ Ｃ ｊ

ｐｏｓ ０．６８±０．４３ １．４５±０．２７ １．０８±０．１０ １．８０ ＞０．０５

２．３　 底栖动物多样性变化的驱动因子

不同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对不同环境因子具有显著响应（图 ３，表 ５）。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ｄ 与 ＮＨ３⁃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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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干扰区环境因子的分布特征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ｓ

Ｌｏｗ：低干扰区 Ｌｏｗ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ｅ：中干扰区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Ｈｉｇｈ：高干扰区 Ｈｉｇｈ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图中不同字母表示环

境因子在各干扰区中存在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

呈显著正相关（ ｒ＝ ０．６７，Ｐ ＜０．０５）。 物种丰度 Ｓ 和均匀度指数 Ｊ 与环境因子之间响应关系不显著（Ｐ ＞０．０５）。
由此可见，ＮＨ３⁃Ｎ 是影响底栖动物多样性的关键环境因子。

１５８７　 １７ 期 　 　 　 赵茜　 等：山区河流底栖动物多样性和稳定性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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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影响底栖动物多样性的环境因子

Ｆｉｇ．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Ｐ＜０．０５；ＤＯ：溶解氧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ｘｙｇｅｎ；ＷＴ：水温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ＥＣ：电导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Ｎ：总氮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ＮＨ３ ⁃Ｎ：氨氮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ＮＯ－
３ ⁃Ｎ：硝态氮 Ｎｉｔｒａｔ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ＴＰ：总磷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Ｓ：物种丰度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ｄ：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Ｊ：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表 ５　 环境因子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响应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生物多样性指标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回归方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Ｒ２
ａｄｊ Ｐ

物种丰度 Ｓ Ｓ＝ ０．０９ ｐＨ＋０．５５ １．００ ０．１９ ０．１１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ｄ ｄ＝ ０．３０ ＮＨ３ ⁃Ｎ＋０．６４ １．００ ０．４６ ０．０２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Ｊ Ｊ＝ ０．２２ ＮＨ３ ⁃Ｎ－０．１１ １．００ ０．１３ ０．１６

环境因子变化导致底栖动物发生了群落演替。 指示种及其与关键环境因子 ＮＨ３⁃Ｎ 之间的响应关系表

明，水环境较好的低干扰区由大蚊（Ｔｉｐｕｌａ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ｉｓ）和蜉蝣（Ｅｐｈｅｍｅｒａ ｓｉｍｕｌａｎｓ）等清洁指示种组成；中干扰

区由大蚊和摇蚊（Ｃｈｉｒｏｎｏｍｕｓ ｔｅｐｐｅｒｉ）共同组成；而水环境质量较差的高干扰区主要由摇蚊等耐污指示种为代

表（图 ４，表 ６）。 由此可见，物种更替和物种丧失是造成底栖动物在各干扰区发生群落演替的主要原因。 底

栖动物群落组成改变显著增加了其物种丰度 Ｓ（ ｒ＝ ０．５２，Ｐ ＜０．０５，图 ５）。

图 ４　 各干扰区中底栖动物的群落演替及指示种分布特征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ｓ

２．４　 底栖动物群落稳定性变化的驱动因子

ＥＣ、ＮＨ３⁃Ｎ 和 ＮＯ－
３ ⁃Ｎ 是影响底栖动物群落稳定性的主要环境因子，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路径产生影响

（图 ６，表 ７）。 ＥＣ 和 ＮＨ３⁃Ｎ 对 ＩＣＶ 具有显著正影响（Ｐ＜０．０１），影响效应分别为 ０．４３ 和 ０．０７。 其中，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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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各干扰区底栖动物指示种

Ｔａｂｌｅ ６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ａｔ ｅａｃｈ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

分组
Ｇｒｏｕｐ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指示值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耐污值［３６］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Ｐ

低干扰区 Ｌｏｗ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 蜉蝣 Ｅｐｈｅｍｅｒａ ｓｉｍｕｌａｎｓ ０．６４ ２．４ ＜０．０５

低干扰区 Ｌｏｗ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 大蚊 Ｔｉｐｕｌａ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ｉｓ ０．５４ ２．２ ＜０．０５

高干扰区 Ｈｉｇｈ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 摇蚊 Ｃｈｉｒｏｎｏｍｕｓ ｔｅｐｐｅｒｉ ０．６５ ９．１ ＜０．０１

　 图 ５　 影响底栖动物多样性的生物因子（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组成

为每个物种在各样点的 ＯＴＵ 数据）

Ｆｉｇ．５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ＯＴＵ ｄａｔａ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ｔ ｅａｃｈ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Ｐ＜０．０１

为 ０．１５ 和－０．２６；通过生物因子（ｄ 和 Ｓ）产生的间接影

响为 ０．２８ 和 ０．３３。 ＮＯ－
３ ⁃Ｎ 对 ＩＣＶ 具有显著负影响（Ｐ＜

０．０５），影响效应为－０．９０。 其中，直接效应为－０．７３，通
过生物因子产生的间接影响为－０．１７。 ＥＣ、ＮＨ３⁃Ｎ 和

ＮＯ－
３ ⁃Ｎ 对 ｜ 负凝聚力 ｜ ／正凝聚力具有显著正影响（Ｐ＜

０．０１），影响效应分别为 ０．０６、０．３９ 和 ０．１４。 其中，直接

效应为－０．６４、－０．４１ 和 ０．８３；通过生物因子产生的间接

影响分别为 ０．７０，０．８０ 和－０．６９。 由此可见，ＥＣ 和 ＮＨ３⁃
Ｎ 有利于底栖动物群落稳定性机制的构建；ＮＯ－

３ ⁃Ｎ 虽然

会驱动底栖动物群落稳定性指数 ＩＣＶ 下降，但会增加 ｜
负凝聚力 ｜ ／正凝聚力值，促进群落的种间竞争关系。

物种丰度 Ｓ 和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ｄ 是影响底栖

动物群落稳定性的主导生物因子（图 ６，表 ７）。 其中，Ｓ
和 ｄ 对底栖动物群落稳定性 ＩＣＶ 呈显著正影响，影响效

应分别为 ０．０９ 和 ０．５３。 然而，Ｓ 和 ｄ 对 ｜负凝聚力 ｜ ／正
凝聚力分别具有显著负影响和正影响，影响效应分别为－０．８６ 和 ０．９２。 说明 ｄ 越高，ＩＣＶ 和 ｜负凝聚力 ｜ ／正凝

聚力指数值越大，底栖动物群落越稳定；而物种数越多，正凝聚力值越大，种间的互利关系越强。

表 ７　 环境因子和底栖动物多样性对群落稳定性的影响效应

Ｔａｂｌｅ ７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ｉｚ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ｏｒ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预测变量
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群落稳定性指数 ＩＣＶ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负凝聚力 ｜ ／ 正凝聚力 ｜Ｃ ｊ
ｎｅｇ ｜ ／ Ｃ ｊ

ｐｏｓ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直接路径 间接路径 总和 直接路径 间接路径 总和

电导率 ＥＣ ０．１５ ０．２８ ０．４３ －０．６４ ０．７０ ０．０６
氨氮 ＮＨ３ ⁃Ｎ －０．２６ ０．３３ ０．０７ －０．４１ ０．８０ ０．３９

硝态氮 ＮＯ－
３ ⁃Ｎ －０．７３ －０．１７ －０．９０ ０．８３ －０．６９ ０．１４

物种丰度 Ｓ ０．０９ — ０．０９ －０．８６ — －０．８６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ｄ ０．５３ — ０．５３ ０．９２ — ０．９２

３　 讨论

３．１　 底栖动物多样性变化的驱动因子

底栖动物多样性是生物个体对外界环境干扰适应性的筛选结果。 物种多样性变化不仅与外界干扰强度

有关，还与干扰类型有关［１６］。 由人为活动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是导致水环境恶化［３７—３８］、驱动生物多样性下

降的重要原因之一［６， ３９］。 本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随着人为干扰加剧，耕地和建设用地所占比例显著增加，
水质污染程度加剧，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 ｄ 和 Ｊ 在高干扰区显著下降（表 ４，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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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影响底栖动物群落稳定性及凝聚力的生物因子和环境因子

Ｆｉｇ．６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蓝色和红色箭头分别表示具有显著性的正影响和负影响；灰色实线和虚线分别表示非显著性的正影响和负影响；∗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Ｐ＜０．００１；ＲＭＳＥＡ： 近似均方差根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ｏｆ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ＲＭＲ： 标准化残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ｄ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ＣＦＩ： 比较拟合指数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

由于不同山区河流的干扰类型和强度不同，水环境因子的响应也不相同，导致底栖动物多样性的分布规

律各异。 如西苕溪山区段的干扰源为建设用地，快速的城市扩张导致水体营养盐（ＴＮ）浓度激增，并伴随底栖

动物多样性显著下降［４０］。 黄河中游地区的伊洛河自上游至下游的主要土地类型由林地转为耕地和建设用

地，这种变化模式造成下游 ＴＮ 和有机物浓度（ＣＯＤ）升高，底栖动物多样性呈现出不断降低的分布模式［４１］。
与此相比，本研究区干扰要素为耕地，随耕地比例增加，ＮＨ３⁃Ｎ 等参数成为影响底栖动物多样性的关键因子。
研究发现，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 ｄ 和 Ｊ 并未随干扰增强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而是在中干扰区最高，这符合

“中度干扰假说” ［４２］，与 Ｌｉ 等［３］在辽河流域的研究结论一致。 多项研究表明［４０，４３—４４］，中度干扰能够促进不同

地理亲和性物种生存，从而维持较高的生物多样性，这可能是本研究区底栖动物丰富度和均匀度在中干扰区

最高的原因之一。
研究表明［４２，４５］，人为干扰能够显著改变底栖动物的群落组成，加快物种沿干扰梯度的更替速率（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βｓｉｍ）。 一旦外界干扰程度超过物种所能承受的生态阈值，敏感生物就会被耐污生物取代，对生态系

统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 本研究中底栖动物指示种对 ＮＨ３⁃Ｎ 的响应结果显示，沿“低⁃高”干扰梯度由以大

蚊、蜉蝣等清洁指示种向摇蚊等耐污指示种转变。 当耐污指示种在种类和数量上的增速低于清洁指示种消失

４５８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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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时，底栖动物物种丰度 Ｓ 显著下降（ ｒ＝ ０．５２，Ｐ＜０．０５）。 与丰富度指数 ｄ 和均匀度指数 Ｊ 的抛物线形（∩）
分布相反，物种丰度 Ｓ 沿干扰梯度呈倒抛物线（Ｕ）形变化。

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变化的潜在机制与物种更替以及物种个体优势有关。 低干扰区河流生境条件独特，
如寡营养、低温、急流与深潭交替等［４６］，这种生境通常具有较多特有物种。 从低到中⁃高干扰区，水质明显恶

化，低干扰区中清洁物种天角蜉（Ｕｒａｃａｎｔｈｅｌｌａ ｐｕｎｃｔｉｓｅｔａｅ，耐污值＝ ２．０［３６］）和蜉蝣消失（表 ８）；同样由中至高干

扰区，中等耐污生物短脉纹石蛾（Ｃｈｅｕｍａｔｏｐｓｙｃｈｅ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耐污值 ＝ ４．５） ［４７］ 消失。 可知随干扰增加，底栖动物

群落表现出生境特异种逐渐消失变化过程，群落嵌套组分对物种组成格局发挥更强的作用［４８］，嵌套性增加也

使中干扰区的普适性物种占据优势［４９］。 从物种丰富度来看，低和高干扰区的特有种和常见种个体数差异较

大，而中干扰区底栖动物个体数均匀度较高，故多样性指数 ｄ 和 Ｊ 呈现出中干扰区＞低干扰区＞高干扰区的

趋势。

表 ８　 各干扰区底栖动物种类组成及差异性

Ｔａｂｌｅ ８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ａｔ ｅａｃｈ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低干扰区
Ｌｏｗ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

中干扰区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

高干扰区
Ｈｉｇｈ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
Ｐ

红斑顠体虫 Ａｅｏｌｏｓｏｍａ ｈｅｍｐｒｉｃｈｉ ＋＋＋ ＋ ＋ ＜０．０５

顠体虫 Ａｅｏｌｏｓｏｍａ ｓｐ． ＋＋ ＋ ＋ ＞０．０５

普通仙女虫 Ｎａ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 ＋ ＋ ＞０．０５

沿岸拟仙女虫 Ｐａｒａｎａｉｓ ｌｉｔｏｒａｌｉｓ ＋＋ ＋ ＋＋＋ ＞０．０５

颤蚓 Ｔｕｂｉｆｅｘ ｉｇｎｏｔｕｓ ＋ ＋ ＋ ＞０．０５

正颤蚓 Ｔｕｂｉｆｅｘ ｔｕｂｉｆｅｘ ＋ ＋ ＋ ＞０．０５

隐翅虫 Ｐｌａｃｕｓａ ｔａｃｈｙｐｏｒｏｉｄｅｓ ＋ ＋ ＋ ＞０．０５

无突摇蚊 Ａｂｌａｂｅｓｍｙｉａ ｒｈａｍｐｈｅ ＋＋＋ ＋ ＋ ＞０．０５

亮异环足摇蚊 Ａｃｒｉｃｏｔｏｐｕｓ ｌｕｃｅｎｓ ＋＋ ＋ ＋＋＋ ＞０．０５

摇蚊 Ｃｈｉｒｏｎｏｍｕｓ ｔｅｐｐｅｒｉ ＋ ＋ ＋＋ ＜０．０５

双线环足摇蚊 Ｃｒｉｃｏｔｏｐｕｓ ｂｉｃｉｎｃｔｕｓ ＋ ＋ ＋＋＋ ＞０．０５

刀铗多足摇蚊 Ｐｏｌｙｐｅｄｉｌｕｍ ｃｕｌｔｅｌｌａｔｕｍ ＋ ＋ ＋ ＞０．０５

长跗摇蚊 Ｔａｎｙｔａｒｓｕｓ ｓｐ． ＋ ＋ ＋ ＞０．０５

大蚊 Ｔｉｐｕｌａ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ｉｓ ＋ ＋ ＋ ＞０．０５

二翅蜉 Ｃｌｏｅｏｎ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ｉ ＋ ＋ ＋ ＞０．０５

天角蜉 Ｕｒａｃａｎｔｈｅｌｌａ ｐｕｎｃｔｉｓｅｔａｅ ＋ ＞０．０５

蜉蝣 Ｅｐｈｅｍｅｒａ ｓｉｍｕｌａｎｓ ＋ ＜０．０５

蜍蝽 Ｏｃｈｔｅｒｕｓ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ｓ ＋ ＋ ＋ ＞０．０５

短脉纹石蛾 Ｃｈｅｕｍａｔｏｐｓｙｃｈｅ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 ＋ ＞０．０５

纹石蛾 Ｈｙｄｒｏｐｓｙｃｈｅ ｓｐ． ＋ ＋ ＋ ＞０．０５

缺纹石蛾 Ｐｏｔａｍｙｉａ ｆｌａｖａ ＋ ＋ ＋ ＞０．０５

石蛾 Ｐｈｒｙｇａｎｅａ ｃｉｎｅｒｅａ ＋ ＋ ＋ ＜０．０５

河蚬 Ｃｏｒｂｉｃｕｌａ ｆｌｕｍｉｎｅａ ＋＋ ＋ ＋ ＜０．０５

拟沼螺科 Ｐａｌｕｄｉｎｅｌｌａｓｓｉｍｉｎｅ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 ＋ ＋ ＞０．０５

秀丽隐杆线虫 Ｃａｅｎｏｒｈａｂｄｉｔｉｓ ｒｅｍａｎｅｉ ＋ ＋ ＋ ＞０．０５
　 　 由于单因素方差结果为非齐次，物种在各干扰区的差异性采用非参数检验（Ｋｒｕｓｋａｌ Ｗａｌｌｉｓ 检验），显著差异性取 Ｐ ＜０．０５；＋表示干扰区出现

该物种，＋的多少表示物种丰富度的高低

３．２　 底栖动物群落稳定性变化的驱动因子

底栖动物群落稳定性随着群落演替而变化，这一变化还与外界干扰强度和生物多样性相关。 本研究结果

发现，环境因子和生物多样性均是决定底栖动物群落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同时，环境因子不仅对底栖动物群

落稳定性有直接影响，也会通过改变生物多样性而影响群落稳定性。 对于 ＥＣ 和 ＮＨ３⁃Ｎ 而言，其对群落稳定

５５８７　 １７ 期 　 　 　 赵茜　 等：山区河流底栖动物多样性和稳定性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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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ＩＣＶ 和 ｜负凝聚力 ｜ ／正凝聚力指数）的间接影响效应大于直接影响效应。 实际上在人为干扰下，由环境因

子驱动的底栖动物群落稳定性变化仅是表象，其背后“隐匿着”物种的更替和丧失过程。
变化环境下任一物种的更替和丧失，都可能会驱动生物组成和多样性发生变化，这是引发底栖动物群落

稳定性变化的内在因素［５０—５１］。 相关研究表明，高多样性往往造就较强的群落稳定性［１０， １６］。 本研究证实，物
种丰度 Ｓ 越高、物种分布越均匀，底栖动物群落稳定性就越高。 本质上在物种丰度越高、分布越均匀的区域，
物种间相互作用就越强，群落生态网络结构就越复杂［１２］。 这类群落在面临环境干扰时，经历物种更替和丧失

后，被环境过滤后的物种密度变异性小，从而将群落稳定性维持在较高水平［５２］。 然而随着外界环境压力的增

加，河流中高质量的食物来源减少，以藻类为食的底栖动物数量降低，使群落的种间竞争关系增强［５３］，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群落的抵抗性。 由此可见，环境干扰对水生生物的影响并非单一方向的有利或损伤。
由于底栖动物群落稳定性变化往往伴随或先于物种灭绝，因此，群落稳定性的重建往往比物种恢复更难

实现。 采用群落稳定性指示区域生态系统变化，深入揭示人为干扰下，环境因子通过“物种更替和丧失⁃生物

组成变化”这一隐匿路径对底栖动物群落稳定性的驱动作用，对认识这些效应对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影

响，维护生态系统健康具有重要指示意义。 虽然，环境 ＤＮＡ 技术在底栖动物的检测和鉴定方面仍存在部分问

题和不足［２０］，但该技术在快速识别人为干扰对生物多样性及其群落稳定性的影响方面展示出了巨大优

势［２，１５］。 因此，今后应加强基于环境 ＤＮＡ 技术探讨人为干扰对生物多样性和群落稳定性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机制的研究，为恢复水生态系统稳定性及制定有效的生态修复策略提供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

４　 结论

（１）底栖动物多样性及其群落稳定性在各干扰区差异显著。 其中，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ｄ、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

指数 Ｊ、群落稳定性指数 ＩＣＶ 和凝聚力指数 Ｃ ｊ
ｎｅｇ ／ Ｃ ｊ

ｐｏｓ在中干扰区最高；相反，物种丰度指数 Ｓ 在中干扰区最

低。 综合各生物指数来看，中干扰区生物多样性最高，群落稳定性最强；高干扰区生物多样性最低，群落稳定

性最差。
（２）环境因子与生物因子均对底栖动物多样性产生影响。 其中，环境因子中的 ＮＨ３⁃Ｎ 对 ｄ 具有显著正影

响；生物因子中的群落组成变化是显著提高底栖动物物种丰度 Ｓ 的主要因素。
（３）环境因子与底栖动物多样性共同驱动其群落稳定性变化。 其中，环境因子中的 ＥＣ、ＮＨ３⁃Ｎ 和生物因

子中的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ｄ 均有利于底栖动物群落稳定机制的构建，而高浓度的 ＮＯ－
３ ⁃Ｎ 和较低的物种丰度 Ｓ

虽然会导致底栖动物群落稳定性下降，却增加了群落的种间竞争关系，提高了生物群落的抵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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